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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討論多元現代性問題

在某些人看來，多元現代性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假問題，因為只要我們承認全球化的市場經濟

和民主政治的普世性，在制度層面就只有一種現代社會，所謂多元現代性只是為那些前現代

專制制度辯護而已！其實，多元現代性關注的並非社會制度層面問題，而是現代化背後的精

神或理論架構，即為甚麼現代社會制度是合理的？其背後的根據又是甚麼？我們可以用波普

爾（Karl 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提

出的一個思想試驗來說明這一點。為了刻畫現代社會的本質，波普爾曾設想過如下一種社

會：所有的行業均是由孤立的個人獨立經營；任何人都不能與他人見面、接觸，人與人之間

的溝通必須通過打字信件或電報傳遞；如要出門，都必須蒙面或坐遮蓋住窗簾的轎車，以保

證他從未看到另一個人；生命的繁殖則靠人工授精1。在這個理想實驗中，將人與人之間一切

感情、有機聯繫切斷，現代社會背後的根據赤裸裸地顯示出來，這就是工具理性和個人權

利。波普爾把那些由終極關懷、文化、人際關係、感情交流組成的有機體稱為封閉社會，而

切斷個人有機聯繫的社會才是開放社會；他認為從有機的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化，是人

類正在經歷的最深刻革命。

根據上述觀點，現代市場經濟的合理，並不只是它表面上帶來的財富急遽增長，也不是甚麼

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因為它是保障個人財產權和自主的理性的交換的經濟制度。選舉和代

議制及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合理，也不僅在於它是否真正能表達民意和有程式的糾錯

機制，而因為它是一種既要保障個人權利、又要在個人不得不交出自己部分權利合成某種公

共選擇、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時不得已的制度安排。在這種組織原則中，主權自然不能侵害人

權。從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到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羅爾斯（John Rawls），

他們提出的合理社會藍圖雖然各不相同，但把現代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原則視為由獨立個人根

據契約、理性選擇形成，一直是政治自由主義的主調。波普爾的思想試驗無非是一種誇張的



說法而已。如果波普爾的觀點是對的，那麼只有一種現代性，它就是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

多元現代性只是傳統社會尚未現代化時的想像。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今天互聯網世界中，波普爾的思想試驗似乎已具備實現之條件，但他

的命題卻尚未得到證明。不少人在做這樣的試驗：把人單獨關在房間內，使他單憑互聯網與

外界聯繫並取得包括衣食娛樂、甚至交往性愛等日常生活所需，看他們能堅持多久？事實

上，人們發現，即使是在純粹虛擬的電腦網絡世界中，人們因其匿名身份和不受時間地點限

制，反而更容易追求坦白和赤裸裸的自我表達。至少到目前為止，只有網上購物和投票、民

意問卷調查中，才庶幾表現出波普爾所謂的個人的理性化選擇。在互聯網時代，把人與人有

機聯繫起來的終極關懷、文化、情感仍然存在，不同的只是傳遞資訊符號增加了新的形態，

除了由觸覺體液外還可以利用電子幻象。

如果事實證明文化和終極關懷最終並不能退出社會組織以外，則表明現代社會的構成並不能

僅僅根據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這兩個前提。至今，很少有人否認文化和終極關懷是有多元性

的，這也就可以推論存在著多元現代性。我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講，有沒有多元現代性也

是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爭論之核心。社群主義並不反對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之上的契約關係

是現代社會的基礎，只不過認為單憑這一點不可能組成真正的社群。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ck）說：即使社會是由契約所組成，也絕對不可能像是那些胡椒、咖啡、煙草等商業

性的買賣合約，可以隨合夥人的利潤多寡、情緒起落而任意合散；個人不僅沒有權利脫離與

自己血肉相聯、生於斯長於斯的社群的最初約定，而且有強烈的道德義務去維繫它2。也就是

說，任何個人都無法從其文化的和社會性的屬性中完全剝離出來。當然，自由主義者也從不

否認文化是現代社會組成部分，但他們主張，任何一種公共價值必定是由個人選擇合成的，

文化亦不例外。但社群主義講的文化，主要不是像好萊塢電影或大眾時尚那樣完全由市場機

制綜合而成的東西，而是如終極關懷那種不是由個人文化偏好合成的價值。這一點在甚麼是

個人認同之上表現最為鮮明。毫無疑問，個人是理性選擇和制訂契約的主體，但甚麼是「個

人」呢？事實上，正如沈岱爾（Michael J. Sandel）所說，往往是社群和文化去決定「我是

誰」，而不是我的自由選擇去決定「我是誰」3。確實，社群主義的批評是十分有力的。如果

終極關懷和文化不再是現代社會的組織要素，那麼在工具理性和個人契約這兩種前提上，無

論再加添多少限制和補充，這種社會即使不是由冷冰冰的利己個人組成，充其量也不過是一

個偶爾仁慈、彼此陌生的公民團體而已。而一旦承認並非由個人選擇合成的文化和終極關懷

也是社會組織要素，這又使社群主義不得不面對另一些尖銳問題：現代社會同傳統社會的差

別何在？是否存在某些不可約化為個人權利的「群體權利」（the rights of community）？

如果有，誰又是這種「群體權利」的主體？它的膨脹會不會導致極權主義興起呢？

二 西方歷史經驗的局限

今天，無論是波普爾的思想試驗，還是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爭論，都表明到目前為止尚不

能僅從哲學上來判定多元現代性是否存在。那麼，是否能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歷史經驗來判

斷呢？二十世紀以前，多元現代性的存在似乎不需要懷疑。因為在西方，基督教的信仰是終

極關懷，它與民族文化一起構成不同民族國家中人們的認同，而理性以及權利自由主義則構

成現代社會制度的正當性基礎。終極關懷、文化與個人權利和理性共同參與社會組織。而在

非西方社會現代化過程中也表現出多元現代性，非西方社會可以在保持自己文化認同前提

下，將理性和個人權利作為社會制度正當性根據。可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經驗使得有沒有



多元現代性的問題變得複雜化了。二十世紀最宏大的現象，就是極權社會的興起和解體以及

全球一體化浪潮。眾所周知，極權主義社會是建立在意識形態認同之上的，它是西方十九世

紀現代社會危機的結果。極權主義的解體證明，現代社會制度只能建立在工具理性、個人自

主性之上。表面上看，論證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為合理的自由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

但自由主義的核心恰恰是個人權利和工具理性。特別是二十世紀80-90年代之交冷戰格局瓦解

之後，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世界性民主潮流，似乎意味終極關懷的文化認同已退縮到私人領

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就描述了這種普世的、單一的現代性。但

另一種相反的趨勢也不能忽視，這就是在某些地區意識形態的解體致使傳統文化和終極關懷

再次構成人們的最基本的認同，並產生尖銳衝突。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據此提

出「文明衝突論」。如果「文明衝突論」正確，那麼多元現代性命題似乎仍然成立。這樣，

我們發現，今天到底是否存在多元現代性，仍然是不能判定的。為甚麼現代化的歷史經驗也

不能判定是否有多元現代性呢？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僅僅局限於西方理論和經驗帶來的問

題。

眾所周知，韋伯（Max Weber）把現代化看作工具理性的擴張，所謂工具理性，並非單純地指

它是人實現某種目的而採用方法（工具）的理性化。最重要的是，它預設著終極關懷與理性

呈二元分裂狀態（圖1）。西方的現代性起源於理性和對上帝信仰之二元分裂狀態，它是新教

倫理非意圖的結果。二元分裂意味著理性和終極關懷（上帝的信仰）互不干擾。在這種結構

中既能導出多元現代性，亦可以否定多元現代性。為甚麼這樣講？當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成

為有不同文明傳統國家的社會制度的正當性根據時，也即這些社會都是現代社會，但同時不

同社會又有不同的認同。例如，在俄國它是東正教，在土耳其是伊斯蘭教，在印度是本土的

解脫文化，這就構成了多元現代性。但是，我們又必須意識到，在韋伯理性化模式中，正因

為終極關懷和理性呈不相干的二元分裂狀態，終極關懷並不一定必然參與社會組織。十九世

紀前終極關懷是西方現代社會認同之基礎可能僅僅是因為歷史原因，而非邏輯上的必然。在

二元分裂結構中，終極關懷是一種價值，價值和事實（理性）不同，是可以沒有客觀性，甚

至在某種情況下可以喪失公共性。也就是說，在韋伯的工具理性預設中存在著價值（終極關

懷）退出公共領域的可能性。那麼，如果世界各不同國家和民族都奉行同一的現代制度架

構，而價值認同（包括終極關懷）又成為純粹個人的事情，不再具公共性，那麼，這些不同

文化傳統的國家之間的區別將消失，也就無所謂多元現代性了。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漸漸發現：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不僅文化價值是多元的，甚至連

道德、終極關懷也慢慢退到私人領域中去。當然，至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仍然構成不同的現

代社會認同，但是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最後和理性呈二元分裂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個人化

的多元價值，它們之間可以沒有公共性，故不能構成某種集體認同的基礎。現有的多元現代

性也就轉化為沒有共同文化的單一的現代性！以上討論說明，在現代化等同於工具理性之擴



張這一理論預設中，是無法判斷是否存在著多元現代性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問：是否所有的

現代理性精神均和西方一樣，終極關懷與工具理性呈二元分裂狀態？我們在過去幾年對中國

文化的理性精神及其現代化的研究中，發現存在一種新的可能性。以往社會學家極少注意到

一種情況，就是多元現代性的實質或許並不是由於終極關懷的不同，而是存在於不同文明的

理性結構的差異之中。換言之，以往的討論之所以不能判定多元現代性是否存在，是由於忽

略了中國的歷史經驗。

三 中國傳統社會的常識理性結構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文化是理性的，但中國人至今仍很難理解甚麼叫工具理性。

因為在中國，理性化並不等同於現代化。甚麼是理性化？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曾把理

性化定義為用某種統一標準對社會行動（制度）正當性進行論證。在西方，這種論證是從十

六世紀開始的，它表現為ratio（理性）成為法律和社會行動正當性之基礎。哈貝馬斯

（Jügen Habermas）進而將西方社會理性化過程看作文化價值層面合理性標準與社會制度層

面合理性的整合4。如果我們沿用上述對理性化的論述，則可以發現當合理性標準不同時，理

性化過程也是不同的。雖然社會學理論中早就注意到不同文化中合理性標準可能不同，但卻

很少去分析不同於西方工具理性擴張的理性化過程。中國文化恰恰提供了這方面獨特的經

驗。首先，中國文化中存在著不同於ratio的合理性標準，而且早在十六世紀之前，中國文化

已完成用自身特有的合理性標準對社會制度和行動的合理性論證，這就是宋明理學的成熟。

它標誌著文化層面合理性標準與制度層面合理性標準的整合：「理」既是社會制度、儒家倫

理的根據，又是社會行動正當性的源頭5。

為甚麼說上述理性化過程有別於西方理性化呢？首先，中國文化中合理性標準是常識和人之

常情，毋庸置疑的常識和人的自然感情（人之常情）一起作為論證道德倫理、社會制度（行

動）正當性的基礎，我們稱之為常識理性結構。常識理性不是西方ratio那種蘊含著達到目的

的理由、與計算有關的合理性，並不包含著西方工具理性中那種幾何般清晰的思考和推理的

合理性論證。更重要的，中國文化的終極關懷是道德，常識理性是道德的基礎，使得兩者緊

密整合，即一個從另一個推出（圖2），並不存在西方工具理性中那種理性與終極關懷表現出

的二元分裂狀態。這就是為甚麼宋明理學的普及導致中國文化的理性化並非西方那種工具理

性擴張，而是「教化天下」。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理性主義結構及其不同於西方理性化的特

點，不是本文的主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有關論文6。在此，我們要討論的是它同多元現

代性究竟有甚麼關係。顯然，中國傳統社會裏，常識理性所代表的理性化只表明了合理性

（正當性）論證與西方不同。而一旦中國文化在西方衝擊下被迫現代轉型時，必定要面臨如

何將西方意義下的理性標準吸納到自身的結構中，這就自然會碰到常識理性同西方意義下的

工具理性是甚麼關係的問題。我們認為，由於中國文化早已形成自身合理性論證結構，那麼

在它被迫接受西方科學理性結構時，其整個現代化論證系統也與西方不同。其中特別值得注

意的是：在中國，很難形成理性和終極關懷（道德）呈二元分裂狀態的西方式工具理性，這

正是中國經驗對研究多重現代性問題的重要性所在。



自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在不可抗拒的西方衝擊面前，中國不得不學習西方的科技和社會經

濟制度。要引進西方現代社會制度，就必須首先論證其合理性，學習西方制度和引進這種制

度背後的合理性論證是同時發生的。縱觀中國文化如何吸收消化西方現代理性主義，我們明

顯可以發現存在兩個階段：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是學習階段。在這一階

段，中國士大夫盡可能學習西方現代理性主義對從現代科技到社會制度的論證，甚至形成了

類似於西方終極關懷與理性呈二元分裂的結構。但當第二階段即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臨時，中

國知識份子在學習西方理性主義並對其消化、加工、選擇性重組之後，終於形成了二十世紀

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合理性論證結構。它不是二元論式的，而是一元論的現代常識理性論證

結構。這一過程顯示出中國對現代社會制度合理性論證方式與西方迥然不同。

我們先看第一階段。眾所周知，1895年甲午戰敗之後，在中國學習西方現代社會制度成為不

可抗拒之潮流。因為儒家倫理已不能成為引進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合理性根據，為了論證西

方引進制度為合理，必須尋找新的合理性根據。當時傾向改革的知識份子紛紛將中西公共之

理稱為「公理」，並認為「公理」高於儒學「天理」。1900年庚子事變後，「天理」在政治

術語中已開始較少使用，而「公理」一詞則頻頻出現。無論是推進新政各項事務，還是預備

立憲，「公理」均是其正當性論證的基礎。深究「公理」一詞的含義，它在很多場合是指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理。這說明「公理」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同傳統道德擺脫關係。我

們知道，當時儒家倫理仍為清廷和推行改革的大多數儒臣紳士所認同，是他們的終極關懷；

而具有權利觀念、社會達爾文主義含義的「公理」，也成為他們引進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正

當性根據，與儒生作為終極關懷的儒家道德並存。這表明，在這一時期理性與終極關懷開始

出現二元分裂。我們曾指出，這一格局的形成與1900年後清廷新政時期的官方意識形態，是

將中學與西學分成兩個不相干層面的二元論密切相關7。

這種中西二分的二元論，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雖

然，其結構是道德（終極關懷）與理性二元分裂，同西方工具理性具有某種程度的類似，但

它並不等同於西方的工具理性。中國士大夫寧可將其理解為道德本身的二元分裂，即儒家倫

理是君子私德，而「公理」則是代表社會公德。並且在中國這種理性與終極關懷呈二元分裂

的結構是不穩定的。1915年開始了新文化運動，對「公理」一詞重新定義。當時知識份子在

論證社會制度合法性時，漸漸不再使用「公理」一詞，而更喜歡用與「公理」明顯區別開來

的另一個詞──「真理」，「公理」就慢慢成為一個自然科學的詞彙了8。我們認為，「真

理」代表了科學和與現代常識符合之理。我們曾對五四時期《新青年》等重要期刊中「科

學」一詞的意義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科學」在很多時候被等同於常識，新知識份子傾向於

用科學來推出新道德和宇宙觀。它由兩方面組成：新知識份子一方面批判儒家倫理不符合現

代常識，應當拋棄之，另一方面力圖用現代科學常識建立新的宇宙論和人生觀9。總而言之，

在「真理」勃興的背後，實質上乃是中國文化一元論理性結構的現代形態之形成。新知識份

子以現代常識作為合理性標準，迅速建構了新的意識形態，並用它來作為政治制度和社會行

動正當性的最後標準，類似於西方理性主義的合理性論證與終極關懷二元分裂狀態也隨之結

束。



四 五四以後中國現代化合理性論證模式

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在於破除了儒家傳統，開創中國現代文化。對這一時

期中國現代文化的內容，學術界的研究已汗牛充棟，但至今甚少看到有撇開文化具體內容、

專門探討五四時期社會制度合理性論證結構的研究。我們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大功能

是：結束了清末新政時期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形態，重塑中國現代社會合理性論證結構，

即建立現代常識基礎上的一元論合理性論證模式。為甚麼這樣講？1900-1915年間，「公理」

與儒家倫理之所以呈二元分裂狀態，這並不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常識理性結構不再有效，而是

由於在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形態中新知識屬於西學，它同中學（包括傳統常識）不甚相

干，即中學常識和西學佔二元分裂狀態（圖3）。

然而作為一個統一的知識系統，新知識和常識二分是不可能持久的，這只是中國知識份子尚

未消化西方文化的暫時現象。1910年和1915年間，梁啟超曾寫過兩篇關於「常識」的文章，

為上述觀點提供了十分形象的說明。在〈說常識〉一文中，梁啟超界定了經學、史學、數

學、法律、政治等各門學科中哪些是中學常識，哪些是西學常識，他認為現代人應具備中學

和西學兩方面的現代常識。梁啟超用這一標準檢查了當時中國知識界，發現一般官吏宿儒只

有本國常識，卻沒有現代西學常識，而一般外國留學生雖有世界和科學之常識，卻無中國之

常識。最後他驚呼：「由此言之，則謂全國四萬萬人，乃無一人有常識焉可也。」10事實

上，正是因為當時新知與傳統常識處於二元分裂狀態，並未獲得統一，故梁啟超才可以大膽

地說「無一人有常識」。

當時梁啟超所憂慮的是傳統常識和新知識未能融為一體帶來的種種問題，卻並未覺察到這只

是從事新政的紳士這一代人所特有的心態。梁啟超這一代人在15歲以前讀的是四書五經，成

年之後才知悉西方科學，或到日本政法學堂接受速成教育。儒家倫理所根據的傳統常識及思

維模式，是這一代人文化傳統的根蒂，而現代科學和西方政治經濟思想在他們頭腦中則是新

學，是同常識無關的專門知識。但對於1895年前後出生的新一代人情況就截然不同了。他們

接受教育是在1900年後清廷新政實行教育改革以後，學校在規定修身和經學課之外，西方科

學、社會政治經濟知識也佔了相當大的比重。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11：

對於中國知識界來說，三十年前，八大行星之說，地層構造學說，還被視為玄之又玄，

高深莫測的新學；二十年前，化學元素之說，萬有引力之說，還只有少數學者能夠理

解；十年前，自主自由之說，反對纏足之說，還被視為洪水猛獸。到二十世紀初，這些

都已經變成童蒙教科書的內容，成為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都必須了解的知識和道理。二

三十年光陰，新學已成為常識……



必須注意，新文化運動是在清廷廢科舉改用新式教育後十年產生的，十年恰恰是培養新一代

知識份子所需的時間。我們曾經用新一代知識份子具有現代常識，來說明五四青年反傳統和

認同新意識形態的深層原因12。也就是說，一旦現代常識成為知識份子知識系統的基本內

容，只要他們沿襲中國的常識理性論證結構，終極關懷與工具理性呈二元分裂的結構也隨之

解體。現代常識在顛覆舊道德倫理後，迅速指向新道德和建構新意識形態。中國現代文化的

合理性論證又重返一元論式的了：現代常識成為道德、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正當性的統一基

礎。

現代常識與傳統常識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一種包含了科學解釋在內的常識，而科學處於日

新月異的發展之中；故現代常識的內容也隨時代而變化。這樣，道德和合理性規則也將隨時

代不同而變化。這一點清晰表現在五四以後到今天的合理性論證模式中。自從「真理」成為

正當性基礎後，中國知識份子都強調「真理」必定要不斷變化以適應時代需要。二十世紀30

年代，它可以成為三民主義的正當性根據；50年代，又可以用它來論證建立在馬列主義和毛

澤東思想之上的社會制度；80年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強調的也是真理內容

必須隨科學和現代常識改變而改變，它成為鄧小平改革開放合理性論證的基礎。這清楚告訴

我們，五四以後，中國人是用變化的真理來適應制度進步所需的合法性論證。

由此可見，五四以後為中國引進現代化事業和制度進行合理性論證的，並非西方的工具理

性，而是內容不斷變化、建立在現代常識之上的呈一元論的現代常識理性。這是一種明顯有

別於西方意義下的合理性論證結構。如果將多元現代性的標準從文化轉移到理性層面，同時

承認當代中國是個具有不同於西方理性化特徵的現代社會，那麼多元現代性命題至少對於中

國是成立的。

五 意識形態解構之後

上述推論尚不足以涵含90年代以來及至未來已經和可能發生的情況。今後，當意識形態真正

解體，中國的現代常識理性結構會不會再次出現歷史上有過的二元論式分裂呢？

事實上，台灣民主化經驗已為我們提供某種新經驗。今天，三民主義已不再是台灣社會制度

合理性基礎，但在台灣人的合理性論證模式中，並不存在著終極關懷與理性二元分裂，而是

接近圖4所示的結構。這說明，一旦意識形態解體，當社會制度（行動）不能從道德（或意識

形態）中獲得正當性支援時，在中國現代理性結構中，社會行動往往可以從現代常識理性那

裏獲得正當性。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預設，以此

來論證發展市場經濟的正當性。顯而易見，在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中很難為共產黨執政國家推

行市場制度找到合理根據，而只有從先進生產力或泛科學主義的現代常識，才能論證市場經

濟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合理性。可見，和台灣經驗類似，在中國大陸一旦意識形態論證真

正解體，其背後的現代常識也會直接對社會制度再次作出正當性論證。

當然，今天我們尚不可能預見今後中國大陸馬列意識形態如何解體，但有一點是明確的，中



國未來一旦馬列意識形態解體，這時，道德與社會制度的關係並非如同西方那種工具理性和

終極關懷那種二元分裂的結構，而極可能是圖4所示的形態。在這種結構中，道德雖然是一種

價值，但它植根於現代常識理性。現代常識理性是公共的、客觀的，從中推出的道德價值也

具有某種客觀性和公共性，不可能完全退到私人空間。可見，中國現代常識理性的一元論論

證模式，與西方呈二元論形態的工具理性並不一樣。也就是說，對於多元現代性命題，除了

以文化多元為其前提外，或許還存在更為深刻的基礎，這就是不同軸心文明在歷史上形成不

同的合理性論證結構，也會影響不同文明的現代形態。

本文強調，必須重視中國文化理性精神與西方的差異及其歷史經驗，才可能為多元現代性的

討論找到新路向。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自由主義總是在個人自主性問題上陷於是「代表的

個人」還是「自我表現的個人」無休止的爭論，而社群主義也為甚麼是「社群權利」、「道

德社群」大傷腦筋。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經驗啟示在於，由於與常識理性相聯的道德文化不可

能退出社會組織，因此證明了起碼存在著不同於西方的另一種現代性。多元現代性討論的核

心問題在於：不同文明、文化傳統是如何參與各自現代社會的形成。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

在新世紀中，是否可能建構一種既保障個人自主性、又超越極端個人主義的新文化？肯尼

（Simon Caney）認為自主性並不一定要完全脫離自己的文化社群，自主的思考就像在海上修

理挪亞方舟，人可以依據一些文化上的既定目的，去評估和修正其他的目的13。借用肯尼的

這個比喻，不同民族國家在實現文化現代轉型時應該根據自身理性結構，創造與個人權利符

合的新文化，形成多元現代社會。我們必須意識到，當今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軸心文明時

代確立的不同類型的文化傳統正在被抹平，如果新的現代多元文化不能建立，那麼挪亞方舟

也就失去了可以靠岸的地平線。這樣，現代人類的心靈是可悲的：漂泊在冷漠團體的每一個

人，注定要陷於個人中心主義的和理性主義的孤獨和焦慮中。

* 本文部分觀點曾在2001年4月7日至8日於台北舉行的「西方現代性與中國社會文化」研討會上宣讀，特

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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